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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不完全契约的存在，军民融合中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阻碍了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效率的提高，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在传统委托-代理框架下，通过植入互惠性偏好变量论证显示，互惠性偏好下的军民融合效率大于理性偏好下的军民融合效率，有效地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仅可以提高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收益，还可以提高军民融合总收益。研究表明，军民融合互惠性协同创新的推进，不仅需要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主动实施，还需要政府机构的大力参与，为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创造有利的互惠性合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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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incomplete contract, the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in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hinde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th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as not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Under the traditional principal-agent framework, the article shows that the efficiency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under reciprocal preference is greater than that under rational preference, which can effectively overcome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income of military enterprises and civil enterprises, but also increase the total income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of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ve innovation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requires not only the initiative of military and civil enterprises, but also the strong participation of government agencies to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military and civi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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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军民融合是指军民两个体系相互交融、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最终实现共同享用一个兼容性的经济技术基础的过程。军民融合是一种多产出的生产组织，分为军品产出和民品产出两类，且这两类产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军民融合是我国的一项国家发展战略，自建国以来一直在探索和实施。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军民融合更为紧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不仅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强军目标的五个“更加注重”之一，是决胜小康社会坚定实施的七大国家战略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民融合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无论在投入产出还是在科技创新上，仍难以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先进国家相匹敌[1]。许多研究探讨了我国军民融合的动力、进程、不足与改进，但都局限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依托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这与当前经济、社会、文明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2]。不论是军工企业还是民用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主体或经济人，并不完全被自利或利己行为所支配，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性经济人，而是带有或多或少的利他偏好，这才符合现时社会的运营特征。
从契约论的视角来看，军民融合也是一类经济契约，且是典型的不完全契约。军民融合一般是科技型合作，很难使用完全契约来描述科技合作项目的演化特征，因而只能以不完全契约理论来引导、激励和约束[3]。经济契约是指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所订立的、对合作各方的经济权利和义务进行规范或规定的制度安排，目的在于减少合作中的冲突、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从而使经济行为给各方带来最大收益。契约理论经历了从完全契约理论向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转变。当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不完全性是契约存在的常态，使契约的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但是，可以借助于机制设计来使契约效率接近或达到最优，从而解释了缔约人放弃契约的灵活性而签订刚性契约的原因，进而提高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4]。在现代经济理论体系中，互惠性思想和方法是解决不完全契约下一系列合作障碍的有效路径[5]。互惠性是行为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设之一，对完全利己的理念提出了挑战，在现代经济运作和实践中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互惠行为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对文明发展、经济进步、制度变革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6]。在主流经济理论中，利己行为一直被认为是经济个体的基本行为假设，即理性经济人假设，但是，从人类行为的整体视角来看，利己行为仅是人类本性行为的一个方面，许多利己假设上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已经被实验经济学的实验结果所否定[7]。随着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利己偏好的影响也日渐减弱，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强劲。
    美国经济学家Rabin[8]认为，互惠性偏好主要体现于如下3种常见的行为：一是人们通常愿意以自身的利益牺牲来帮助那些对自己友好的人；二是人们通常愿意以自身的利益损失来惩罚那些对自己不友好的人；三是当自身的利益牺牲或损失较小时，或者帮助与惩罚行为对他人的利益影响较大时，前面两种行为的心理意愿就会更强烈。我国学者蒲勇健[9]在互惠性经济思想的应用和推广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我国互惠经济理论的重要开创者之一。——给出学术意义上的实质贡献互惠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何一个参与人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都显现出一定的外部性，因而在行为选择时都会考虑他人的行为和意图，同时也会考虑自己的行为和意图对他人行为和意图的影响。实验经济学的若干研究发现，在一个群体中，一般存在着一部分利他偏好的个体，即使在惩罚机制空缺的状态下，这些具有利他偏好特征的个体也易与他人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而在奖惩状态下反而会释放出不信任的信号，降低了合作水平[10]。互惠行为的存在并不是对自利行为的否定，只是对自利行为在社会经济现象解释中的补充。在所有的社会偏好理论中，自利对经济与社会的根本性影响是不可动摇的。Baydar等[11]指出，在自利与道德的冲突中，自利最终会胜出；但是，在利己主义的原野中，盛开着互惠行为的鲜花，这也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中的常态。
    当前，军民融合研究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但仍旧笼罩于新古典经济的理论框架。湛泳等[12]探讨了我国军民融合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发现当前军民融合有利于第二产业的发展，但对第三产业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对高新技术产业存在着挤出效应。朱作鑫[13]探讨了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立法问题，认为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法制建设存在着立法碎片化的问题，同时立法层级也较低，导致军民融合发展的管理体制不清和职责交叉，以及相关政策缺乏保障。刘飞等[14]基于三螺旋理论探讨了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构建的路径，指出了军民融合中存在的不足，倡导发挥各个主体的潜力，解决突出问题，稳步推进军民融合的发展。可见，现有军民融合研究的领域较广，但无论在产业结构、法规规范、人力资本开发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局限于理性经济人的框架，都从利己的视角来分析军民融合的微观机理及策略生成，因而与军民融合的现实实践存在着隔阂，未能深刻地揭示军民融合的互惠性合作路径。有鉴于此，本研究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下，借助于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模型，详细地阐释互惠型军民融合的生成路径、利益分配和效益改进，论证互惠性军民融合的存在性和合理性，为互惠型军民融合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平台。
[bookmark: _Toc484698764]2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分析
军民融合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创新，而在当前的技术创新环境下，协同创新是一种最高的境界，是军民融合的最终发展目标。20世纪70年代，协同学理论开始出现，进而在技术创新领域催生了协同创新思想[15]。顾菁等[16]认为，协同创新的效用体现于3个层面：一是为组织获取协同剩余，降低创新成本；二是增强创新系统的柔性，缓释创新风险，提高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三是增进创新系统的效率，提高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或市场竞争力。胡源[17]认为在一个系统中，协同创新的主要优势在于实现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资源互补、降低系统的创新成本、提高系统的创新速度、促进组织的管理创新。
由于军民融合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契约，随着军民融合项目科技水平的提高，契约的不完全性特征将愈益显著。契约是一种文本合同，无法对高科技合作的细枝末节进行详细地描述，也无法对利益分配进行面面俱到地界定，只能进行大致地概括。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既是一种合作模式，也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模式，军工企业可以看作委托方，民用企业可以看作代理方[18]。在我国军民融合的实际运作中，军工企业一般处于支配地位，民用企业一般处于被支配地位[19]，相对而言，在军民融和项目研发过程中，民用企业一般缺乏自主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许多场合下由军工企业来主导。在军民融合过程中，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民用企业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倾向。在军民融和契约签订之前，民用企业可能隐瞒自身的技术、人才、市场方面的能力不足，尽可能地使自身达到军工企业的合作需求，因为在许多民用企业心目中，军工企业财大气粗，是一棵“摇钱树”，不管合作结果如何，对自己都有利可图[20]。在同样思维的支配下，民用企业在契约签订之后，可能会对军工企业作出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投机取巧，为自身谋取更大的利益，同时也程度不等地损害了军工企业的利益[21]。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我国科技合作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同样也存在着军民融合之中，是阻碍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一种不可忽视的障碍，往往导致军民融合步履维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必然滋生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如何缓解军民融合中机会主义行为的干扰也是军民融合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在这种情况下，军工企业可以实施互惠性融合策略，即在项目合作开发过程中给民用企业提供一定程度的额外利益，唤取民用企业的互惠性回报。其结果是，不仅可以避免民用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也会给军民双方均带来更大的利益，即高于理性合作状态下的利益，从而使我国军民融合尽快摆脱当前逡巡不前的困境。
[bookmark: _Toc484698765]3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委托-代理模型设计
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过程中，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符合委托-代理机制中的一般性规律，因而可以借助于莫里斯-霍姆斯特姆的委托-代理分布函数参数化方法来构建我国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委托-代理模型。军工企业的收益函数如式（1）所示：
                       （1）
激励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分别如式（2）和式（3）所示，分布函数满足一级随机占优条件：
               （2）
        （3）
军工企业的目标是选择激励合同，从而使最优化问题得以实现。最优化问题的一级条件就是所谓的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条件，如式（4）所示：
                      （4）
式（1）至式（4）中：和分别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拉格朗日乘数；为军工企业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所获取的收益；为民用企业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所获取的收益；为民用企业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所实施的高效参与行为；为民用企业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所实施的低效参与行为；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所创造的价值总额；为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民用企业在价值总额中所获取的份额；为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民用企业的成本支出；为民用企业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的保留效用或机会成本；为状态下的分布密度；为状态下的分布密度。
4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委托-代理机制比较分析
借助于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模型，可以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委托-代理框架中植入互惠性偏好或互惠性假设，从而实现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绩效在理性行为和互惠性行为下的比较。
[bookmark: _Toc484698767]4.1  理性视角下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委托-代理均衡机制分析
假设：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均为理性经济人，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收益均来自于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的价值创造，其中，军工企业的利润是总利润减除支付给民用企业转移价值后的剩余，而民用企业的利润是来自于军工企业的转移价值减除民用企业自身的投入成本之后的剩余；军工企业的主要参与策略是通过激励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来诱导民用企业参与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并在协同创新中达到最佳努力状态。此时，军民融合不仅使军工企业的收益达到最佳状态，也使民用企业的收益达到最佳状态。
[bookmark: OLE_LINK1]设：为军工企业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努力程度的一维变量，生产函数为；是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军工企业所获取的价值；是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的外生不确定性因素，且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的正态分布。故有，，其中为数学期望算子，为方差。
假定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民用企业的属性是风险规避型，且风险规避度为常数。设,为军工企业对民用企业的固定价值补偿，为民用企业所分享的军民融合价值总产出的份额，是军工企业对民用企业所给予的价值补偿的总额。同时，设是军工企业的效用函数，且军工企业的属性是风险中性，即是常数；再设,是军工企业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所获取的价值。那么，军工企业效用的期望值如式（5）所示：
     （5）
[bookmark: OLE_LINK2]假定民用企业效用函数的绝对风险规避度为常数，为民用企业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的净收益，则有：，，则,,为常数，得，解得，为常数；设，，则。
设民用企业的努力成本为，一般情况下，这是因为如果民用企业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越专注，则成本耗费就越大。设，为成本系数，且，则民用企业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的净收益为。
根据定义：若，为随机收入，为效用函数，则称为的确定性等价收入。那么，对于民用企业而言，确定性等价收入是。
设为民用企业的保留价值，即当时，理性代理人将不进行代理活动，即民用企业不会参与该项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所以，民用企业的参与约束可以用确定性收入表示为：。
作为理性代理人，民用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IC）为最大化其确定性等价收入，一级条件，得。
作为理性委托人，军工企业的目标是使自身的效用期望值最大化，当然需要满足激励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如式（6）所示：
                                       

                                                              （6）
由于已经假定军工企业为理性委托人，因此，在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模型中，参与约束必定是等式，于是得。将和条件代入目标函数得期望最大值如式（7）所示：
                     （7）
一级条件为，得，从而得，这就是在委托人（军工企业）和代理人（民用企业）均为理性经济人时的最优合约。此时，民用企业的期望收入是。
[bookmark: _Toc484698768]4.2  互惠性偏好下委托-代理均衡机制分析
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过程中，军工企业给予民用企业一定程度的互惠性关爱，即给予民用企业一定程度的额外利益补助，当然超过了理性偏好下民用企业的利益收益。在这种情形下，民用企业将对军工企业付出一定的互惠性回报，即更为努力地参与到军民融合之中。此时，民用企业的互惠性回报程度取决于军工企业的“善意程度”，即取决于军工企业对民营企业额外补助的大小。显然，军工企业的“善意程度”不仅可以增大民用企业的保留价值，也可以增大民用企业的收益分配。在这里，军工企业的善意行为存在着多种表现形式，包括增大民用企业的利润分配额度、对民用企业人员给予补助、提高己方专用性资产的投入份额等，同时，民用企业的互惠性回报行为也存在着多种表现形式，包括参与人员提高自身的努力程度、加强对己方参与人员的激励、提高己方专用性资产的投入份额，以及自觉地降低自己的保留收益。
在以完全理性经济人为支撑的委托-代理模型中，如果军工企业（委托人）判断民用企业（代理人）存在着潜在的互惠性意愿，就会先期对民用企业提供一定程度的“善意补助”。设军工企业（委托人）将对民用企业（代理人）的固定价值补偿提高，则民用企业（代理人）的固定价值补偿总额达到，同时假定军工企业（委托人）和民用企业（代理人）的收入份额不变，即，这样，民用企业（代理人）的互惠性反应是比理性状态下更为努力地投入到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之中，以便使军工企业（委托人）获取更多的收益；与此同时，民用企业（代理人）也会努力地约束自己，控制保留收入的增长。设民用企业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努力程度增加，那么，民用企业努力程度总量达到了。在委托-代理机制中，保留收入是参与约束的前提，是委托-代理行为产生的基本条件，则民用企业（代理人）越努力，保留收入就越大；不过，在互惠性植入的委托-代理机制中，民用企业的保留收入还受到军工企业“善意程度”的影响。设军工企业（委托人）将保留收入提高，使民用企业保留收入总量达。根据蒲勇健[9]的研究，和对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可见，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民用企业（代理人）的互惠性偏好幅度与军工企业（委托人）“善意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
在互惠行为发生的条件下，委托人军工企业仍然具备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倾向，只是利益最大化的策略有所改变，因此，根据代理人的参与约束得式(8), 解得。
             （8） 
此时作为委托人的军工企业的期望收入如式（9）所示：
   （9）
根据一级条件，得，得作为委托人的军工企业的最大期望收入如式（10）所示：
        （10）
其中为理性状态下军工企业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的最大期望价值，所以当时，作为委托人的军工企业就可以利用作为代理人的民用企业的非理性状态下的互惠性偏好行为获取更大的价值，这一价值在理论上高于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下所获取的最优期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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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理论指出，一项制度如果与经济组织中的潜在社会偏好机制发生互补性作用，并可以提高经济组织的治理效率，那么，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制度互补（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反之，就是制度挤出（institutional crowding）。根据理性偏好和互惠性偏好下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委托-代理机制的比较分析可知，在互惠制度安排下，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机制会产生更大的收益，即互惠行为对于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是一种制度互补。可见，在不完全契约下，军民融合互惠性协同创新具有深厚而现时的理论支撑，进而可以明确如下基本结论，从而为军民融合互惠性协同创新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上双重推进提供铺垫：
第一，军民融合互惠性协同创新的收益明显高于理性状态下或传统意义上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收益，只要互惠性关爱产生作用，就会使整个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产生超帕累托最优效应。在理性均衡中，军工企业可以获取的收益是；而在互惠性均衡中，军工企业获取的收益是。因此，当满足条件时，互惠性经济行为就可以为军工企业带来高于常规或理性状态下的收入；同时，民用企业的收益也随着保留收益的增加有所改善。总体而言，互惠经济效应下的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所创造的价值总额高于理性经济效应下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所创造的价值总额。
第二，军民融合研究和建设要置于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思想作为理论指导。在军民融合中，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并不是完全被理性经济人所支配，而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互惠性偏好，这也是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科技项目的合作开发，需要双方的精诚合作、互谅互让，才能确保合作的顺利进行。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社会实践者，都要转变思维，在研究和实践中不能被新古典经济理论下的理性经济人所束缚，如果过分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则会使合作进程危机四伏。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为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提供了理论平台，而互惠性偏好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设之一，也符合军民融合中融合主体的行为特征。当然，互惠性偏好并不是对理性偏好的否定，而是对理性偏好的补充，是理性偏好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的灵活展现。
第三，在互惠性偏好下，要将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研究纳入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框架。不安全契约是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的常态，且在科技合作中，不完全契约的特性更加明显。在军民融合中，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创新结果也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完全契约并不能精确地描述和准确地预料协同创新的结果，因此，如果拘泥于完全契约理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进展都会受到阻碍，许多军民融合项目的失败在于过度寄托于完全契约的保障，其实这是违反常理的融合行为，需要在完全契约上如实面对不完全契约下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才能使军民融合更为稳定。
第四，政府在不完全契约下军民融合互惠性协同创新的形成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引导和协调责任。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威望和地位。在不完全契约下军民融合互惠性协同创新中，根据委托-代理机制分析的结果可知，只有当互惠性偏好的个体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或者这一比例达到一定阀值之后，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市场才开始从理性向互惠性转化。在这个启动过程中，政府可以发挥自身的引导和促进优势，亲力参与，从细微之处做起，大力培育互惠性的融合环境，才能为互惠性协同创新市场的推进创造有利条件。
第五，在军民融合互惠性协同创新机制设计与构建过程中，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机制的形成，从宏观上看是在一定条件下市场自发运作的结果，从微观上看是军民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当军民双方认识到互惠性融合的价值之后，都要主动而为之，才能促进互惠性协同的迅速达成。一般而言，互惠性个体更愿意与互惠性个体组成一个互惠型社会群体。为了维护群体的互惠性环境，互惠性个体之间更倾向于对自利行为进行惩罚，不仅保证了互惠性个体的生存，也保证了互惠性个体获取长远的利益。因此，军民双方在主动培育互惠性行为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对自身过度利己行为的自我约束，这样才能达到互惠性融合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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